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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竞合视角下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驱动力研究

———对４９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刘　晔　陈燕红

（复旦大学，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已有研究表明，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主要受到公共部门和技术创新的共同推
进，研究发现除了常见的体制性驱动和创新驱动，城市间竞争与合作也成为促进智慧城
市建设的重要驱动之一。政治、经济、区位等发展资源较好的城市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
中具有较为完善的动力体系，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城市间合作联盟与协同发展更
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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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０９年以来，“智慧城市”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地区和城市的规划建设重点，成为获取新
一轮全球城市竞争力的主导方向和核心策略。根据世界银行测算，人口超百万的城市如果实
施智慧城市建设计划，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城市发展红利将增加２．５～３倍［１］。在国家战略
的驱动下，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形式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和２０１５年三批
共签约了３１１个国家试点城市 （区、镇），重点项目总量超４０００个。截至２０１５年５月，超过

５００座城市明确提出或正在建设智慧城市，涵盖了全国９５％的副省级以上城市和７６％的地级
市。

在弗雷德曼的 “世界城市”假说、卡斯蒂斯 “流的空间”理论、泰勒的 “世界城市网络”和
萨森 “全球城市”理论的影响下，相关理论的研究假设从城市间单一的竞争关系转变为 “合作性
竞争”“城市竞合”等概念。城市群发展模式的兴起，成为解决智慧城市建设早期 “千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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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有效途径。处于同一区域的城市在相互竞争和相互合作的双重关系下，推动着城市的经济
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地方政府为提高城市竞争力，通常会加大对交通、环境、能源等城
市基础设施的投入，促进产业集群化，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城市创新的诱导性制度往往会
引起周边或同级城市的效仿，自中央到地方强大的政策介入和人事控制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合作优
势。

智慧城市作为一项政策创新被列入国家战略，其政策传递效应已经超出城市群范围，向全国
进行跨越式辐射，并出现了不同层次的建设梯队［２］。在城市竞争与合作的理论背景下，城市间的
竞争行为将体现在对外部投资、人力资源等可流动性生产要素的激烈争夺上，而城市间的合作行
为将扩大城市的相互交往范围和资源的流动性配置［３］，城市发展也将受到区位等自然资源禀赋因
素的影响。当前智慧城市建设水平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哪些因素成为智
慧城市建设的主要驱动力？比较西方发达国家主要以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建设智慧城市，政治驱
动力在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是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本研究基于城市竞争与合作的理论框架，构
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动力机制的指标体系，利用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６年４９个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数
据进行回归分析，探求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驱动力和发展现状。

二、智慧城市建设动力与城市竞争力：理论回顾

智慧城市作为新兴的研究热点，其目前的研究问题主要在于智慧城市顶层设计、问题与对
策、路径与运营模式、标准与评价体系等方面。仅有少量文献直接针对智慧城市动力机制进行探
索，如于文轩和许成委基于政府创新扩散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五要素、政治理性和技术理性的
模型来解释中国智慧城市的发展［４］。大部分有关智慧城市建设驱动力的探讨散见于智慧城市发展
路径和运营模式的研究中。

从发展主体而言，这些动力机制可分为政府主导路径、市场主导路径和双向混合主导路径。
市场主导路径强调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各建设主体在各自的利益需求和市场竞争压力
下，不断寻求技术上的突破和科技创新，自发地在城市地区形成智慧产业集群和创新产业园，从
而在技术层面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在 Ｈｏｌｌａｎｄｓ提出的智慧城市重要内涵中，商业驱动的城市发
展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要素之一，强调了城市需求对新型城市建设的推动作用［５］。政府主导
路径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力量，强调政府制定明确的智慧城市发展战略，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
推动资源要素向城市集中、支持和鼓励多元主体间形成互动和网络为主要建设方式，引导全社会
参与智慧城市的建设。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不断深入，混合型智慧城市发展模式正在不断成型和完善，该模式同时
吸收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即在政府主导促进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完善的同时，充分利用市场机
制推动建设要素向城市集聚与流动，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当前主要体现在公私
合营的ＰＰＰ模式，在新型智慧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区域开发、轨道交通和能源等领域的建设将
成为有效的创新路径。

从驱动因素分类，可分为技术因素、创新因素和体制因素。技术驱动强调信息技术对城市发
展的推动作用［６］，期望凭借先进的技术实现城市的整体协调运行，包括物联网、云计算等高新技
术产业［７］，以及数字通信网络、嵌入式智能、传感器、知识管理软件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８］。创
新驱动强调通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新型经济和优质环境来推动城市发展，如Ｆｌｏｒｉｄａ致力于
将智慧城市置于知识、创造力以及智力资本的语境中，认为城市繁荣发展的潜力取决于它的创新
阶层［９］，城市中各组织的智力资本使得城市更为智能化，即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扶持创新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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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对人力资本投入能够培育智慧城市的创新能力［１０］。体制驱动主要出现在中国、韩国、新加
坡等东亚国家，政治领导、政策规划、财政支持等对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有着重要影响。李颋和于
明认为，智慧城市发展是由前瞻性的顶层设计为指引、转型跨越为根本目标、社会管理为重要任
务、改善民生为落脚点而推动的［１１］。

在实践层面中，驱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力量并不是单一的，不同发展路径或动力因素会同
时被采用，从而形成混合的动力机制和体系。因此，合理建构与选择智慧城市驱动力的分析
框架十分重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也加剧了地区和城市间的竞
争与合作。提高城市竞争力已经成为各国家和城市在制定发展规划时的重要目标和导向，智
慧城市就是地方政府为提高城市竞争力而实施的战略和手段之一。城市竞争力成为智慧城市
建设的重要动力，它既包含了政府与市场等主体，技术、创新与体制等因素，又不简单等同
于这些因素的叠加。

目前城市竞争力的研究围绕其概念内涵、影响因素、竞争优势等主题，在全球、国家、
城市群、个体城市等层面展开。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城市竞争力被认为是提高财富［１２］、提
高生活水平［１３］、吸引稀缺资源［１４］、提供弹性治理和可持续发展［１５］的综合能力。随着时间的推
移，面对经济发展动力的变革，城市竞争力的内涵从早期对经济维度的关注，开始转向人力
资本、制度环境、信息流、全球气候等可持续的发展维度［１６］。城市竞争模式的侧重点也从发
展因素到创新因素、从硬要素到软要素、从功能化到集成化方式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城市
竞争力背后存在一定的驱动因素和运行机制。概括起来，主要有城市竞争力的属性、时间和
空间三种维度。

城市竞争力的属性维度强调城市竞争力指标自身具有的属性特征，各要素之间处于平
等的对立面，主要包括一元指标和多元指标体系。一些学者利用单一的指标如人均

ＧＤＰ［１７］、外商直接投资［１８］、劳动生产率［１９］或经济增长［２０］等来替代城市竞争。更多学者从硬
性与软性、投入与产出、显示性与解释性、经济与战略、结构与动态、供给与需求等角度，
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进行梳理［２１］。其中，倪鹏飞的 “弓弦箭模型”成为国内影响最大的城市
竞争力模型。他将城市竞争力分解为硬竞争力 （人才、资本、科技、环境、区位、基础设施、
结构）和软竞争力 （文化、制度、政府管理、企业管理、开放）两个部分，同时将硬竞争力
要素比作 “弓”，软竞争力要素比作 “弦”，城市产业比作 “箭”，三者相互作用形成城市竞争
力。

可以说，经济 （企业和产业）、人力资本、制度因素、物理因素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城市
竞争力影响因素的最大公约数。在全球城市理论背景下，城市网络、内外联系越来越成为城市竞
争力研究的显著变量。通过实证研究，学者们发现城市网络中有效的交通系统、信息通信设施、
城市主体间的关系网络、城市间联结等联系方式能够有效整合城市功能［２２］，特别是智慧型城市
基础设施系统可以提升城市的竞争优势［２３］。

相比静态的竞争力属性维度，城市竞争力的时间维度更加强调城市竞争力因素的动态组合，
更加关注城市竞争力的演化特征和规律。许多研究证明，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影响因素将随着时间
而转移并发展［２４］。基于Ｐｏｒｔｅｒ对国家竞争优势驱动阶段的划分，国内一些学者将城市竞争优势
的演化分为：基本生产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２５］，反映了生产要素从初
级到高级、一般到专业的演替过程。

城市竞争力的空间维度影响因素的发展依托卡斯蒂斯 “流的空间”概念，城市竞争力的影响
因素和理论模型在全球化的网络空间里变得立体而有层次。最简单的要素布局分为内部环境和外
部环境，前者包含了人力因素、制度因素、物理因素和经济因素，后者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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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治法律以及生态环境。
更为常见的要素布局是将城市竞争力划分为竞争主体内部、竞争主体所处的城市环境以及城

市外部环境三个层次。倪鹏飞的 “飞轮模型”中，核心层为城市本体竞争力，涉及城市人才本
体、企业本体、产业本体和公共部门的竞争能力；中间层为城市内部环境竞争力，涉及生活环
境、创新环境、商务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竞争能力；外围层为城市外部环境竞争力，主要指城市所
处的区域、国家和国际环境状况，涉及了城市群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２６］。在系统理论分析城市
群的视角下，黄顺魁将城市群内该城市自身的竞争力称为节点竞争力，由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相
互协作分工所形成的竞争力称为网络竞争力，而将独立城市组成的城市群系统整体运作出来的竞
争力称为系统竞争力［２７］。

应该指出，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重点转向软实力和软资本；知识创
新、城市网络和可持续竞争力将成为研究该主题发展的未来趋势。相比于过去，城市政府扮演了
更加活跃和主动的角色；城市竞争优势更取决于信息、技术、人才、网络和速度［２８］；新的资源
特性决定了信息时代城市竞争的模式。

然而，城市竞争力的研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随着城市竞争力内涵的不断丰富，其所含有的
指标体系覆盖面过于广泛，削弱了评价结果的针对性。同时对于指标体系的构建并不意味着对影
响因素进行随机抽取和组合，而必须根据城市竞争机制、发展规律，以及研究主题来建立一个令
人信服的理论基础。因此，利用城市竞争力理论来构建智慧城市建设的动力机制，能够在提高分
析框架针对性的基础上，一方面有效解决现有城市竞争力框架中的指标泛化问题，另一方面有效
整合智慧城市的动力因素。

三、城市竞合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动力模型：本文的研究假设

本文假设，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政府为提高城市竞争力而进行智慧城市建设。由于城
市竞争力无法直接衡量，许多学者基于不同的标准利用指标建构的方式来间接表现。本文选取了
城市竞争力分析框架的空间视角，认为智慧城市建设将从城市本体、城市内部环境和城市外部环
境三个维度进行驱动。

城市本体指的是为智慧城市建设进行价值和财富创造的企业、产业和公共部门，对应的
驱动力为企业本体驱动、产业本体驱动和公共部门驱动。城市内部环境是城市本体所处的外
部环境，即智慧城市建设所依托的城市环境，驱动力包括了创新环境驱动、基础设施环境驱
动和生活环境驱动。城市外部环境与城市内部环境相对应，指的是城市所在的区域环境。基
于城市间竞合关系理论，城市外部环境驱动力包括区域的合作性驱动和区域的竞争性驱动两
方面。为进一步采取数据检验，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１．城市本体驱动
企业驱动。在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初期，企业尤其是外商作为城市建设主体之一通过与公

共部门合作而进行间接参与。企业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推动主要体现在资金的支持，尤其是城
市的外商投资，投资的增长能够有力保障城市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据此提出假设：

Ｈ１．１：外商投资水平越高，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越高。
产业驱动。服务业和通信技术产业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通信技术包

含的信息传输、计算机软件等产业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从智慧城市底层物联网的搭建到
上层应用平台的设计都离不开通信技术产业的支持。据此提出假设：

Ｈ１．２：通信技术产业发展水平越高，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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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驱动。公共部门作为智慧城市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实施者，是智慧城市政策制定、
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治领导方面，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
作为核心部门，负责统筹管理智慧城市规划、建设和运行工作。在我国现行政府制度框架和
决策体制下，新政策或政府创新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和级别往往象征着该项政策被重视和支持
的力度［２９］。因此，由市委书记、市长还是其他级别的负责人担任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代表着地方政府对智慧城市战略的重视程度，行政级别越高则越有助于协调智慧城市建设。
政策制定方面，智慧城市试点的设置也是公共部门驱动力的一种，城区内设立的试点、项目
数量越多，意味着资源越倾向和集中，越有助于智慧城市发展。据此提出假设：

Ｈ１．３：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级别越高，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越高。智慧城市获批试
点项目数量越高，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越高。

２．城市内部环境驱动
创新环境驱动。创新是驱动智慧城市发展的主要路径之一，创新激励制度、科技资源程

度、科技服务体系等构成了城市创新环境系统，而良好的创新氛围将有利于城市在其他体系
上形成新的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对创新产品、思想的保护，是创新动力的源泉；科学
技术水平决定了智慧城市信息技术和科技创新的发展。据此提出假设：

Ｈ２．１：知识产权发展水平越高，科学技术水平越高，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越高。
基础设施环境驱动。基础设施建设是智慧城市发展的第一阶段，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骨

骼。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能快速提升城市内部的信息联通，能有效提升城市信息化能力，并
且作为 “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主体和基础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据此，提出假设：

Ｈ２．２：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越高，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越高。
生活环境驱动。提供良好的居民生活质量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它包括了生

活经济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居民居住的生态环境质量又包括了空气质量和人口密度。生活
经济水平越高，建设智慧城市的物质基础和经济能力就越高；生态环境越差，人们对智慧城
市政策的需求越高，因为智慧城市本身在于解决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发展问题。据此
提出假设：

Ｈ２．３：生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越高。生态污染越严重，对智慧城市的
需求程度越高，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越高。人口越拥挤，对智慧城市的需求程度越高，智慧城市发
展水平越高。

３．城市外部环境驱动
区域合作驱动。智慧城市的建设存在城市间的联动和效仿行为，通过大城市带动小城市、城

市与城市之间进行经验借鉴等多种方式的互动，智慧城市政策的范围在不断地扩散和传递，形成
一批在功能上互补、经验上共享的新型智慧城市。物流量越大的城市，与城市外部的联系与合作
性行为越频繁。据此提出假设：

Ｈ３．１：城市物流量越大，对外联系越紧密，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越高。
区域竞争驱动。由于现阶段仍处于智慧城市建设初期，区域内智慧城市试点的建立而导致的

资源倾向会引起同级政府间的竞争。市级政府所在的省级区划内，划拨的智慧城市试点数量越
多，该城市为获得城市竞争力而所面临的竞争压力越大，智慧城市建设的效率和决心也越强。据
此提出假设：

Ｈ３．２：地方政府建设智慧城市压力越大，政府间竞争力越强，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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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与方法

１．研究数据
考虑到样本可比性和数据连续性，本文以 《２０１２年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报告》中的样本

城市 （除浦东新区）为基准，基于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６年城市数据，利用多元面板回归，对４９个智
慧城市建设的驱动力体系进行实证研究。因变量为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社科院与
北京国脉互联信息顾问有限公司 （简称国脉互联）联合发布的 《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报告》。
该评估报告通过构建智慧城市综合性指标体系，在智慧基础设施、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智慧经
济、智慧人群与保障体系６个方面，对目标城市进行评估并计算总分。发展水平数值各项指标满
分总计１００分，无锡连续４年位于榜首，年均得分７６．７１；深圳则以历年最高分８０．５７于２０１６年
排名第一。

根据图１可以看出，智慧城市整体发展水平在纵向上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横向上各城市智
慧化发展程度差距较大，且处于中等及偏下水平的城市占比很大，７０％以上的城市得分低于６０。
区域分布上，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我国智慧城市发展的高水平聚集地，而华北、华中和华西建
设水平相对落后。行政层级上，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部分副省级城市智慧化水平较高，地级市
智慧城市建设大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城市发展水平在区域分布和行政层级上存在差异，因此后
续对回归模型的计算中按照区域和层级进行了分类。

图１　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６年智慧城市总体得分数量分布趋势

在城市本体、城市内部环境和城市外部环境的三个维度下，本文利用城市统计年鉴、政府官
网和环境监测站等数据，构建智慧城市建设驱动力分析的自变量指标。对于部分无法获取直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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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变量，本文选择了相关文献中常用的数据指标进行间接测量。同时，由于指标的数据来源分
为全市和市辖区两个统计口径，因此在后续的计量过程中需要进行比对和筛选。表１展示了衡量
各个驱动力的指标内涵、测量方法和数据来源。

表１　智慧城市建设动力机制指标体系

变　　　　　　量 测　　　　量 数　据　源

因变量 智慧城市发展水平 智慧城市发展评价得分 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报告

城市本体

企业驱动 固定资产投资ＦＤＩ 城市外商投资 （百万元） 城市统计年鉴

产业驱动
通信产业发展水平
ＩＣＴ

城市通信技术产业就业人数比
重

城市统计年鉴

政府驱动

市委书记ＰＳＣ
哑变量：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
组组长是市委书记，取值为１，
否则为０

市政府官方网站

市长 ＭＹＲ
哑变量：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
组组长是市长，取值为１，否则
为０

市政府官方网站

智慧城市试点ＳＣＮ
智慧城市获批试点累计数量
（个）

住建部官网

内部
环境

创新环境 知识产权ＰＴＮＴ 专利授权数 （个） 城市统计年鉴

科技水平ＳＣＥ 科学技术支出 （百万） 城市统计年鉴

基础设施
环境

互 联 网 建 设 水 平
ＩＮＴ

累计互联网接入户总数 （户） 城市统计年鉴

生活环境 生态环境ＡＱＩ
城市空气环境综合质量指数，
包 含 ＰＭ２．５、 ＰＭ１０、 ＳＯ２、
ＮＯｘ、Ｏ３ 等污染物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人口环境ＰＰＤ
城市常住人口密度 （万人／平方
公里）

城市统计年鉴

经济环境ＧＤＰ 地区生产总值 （百万元） 城市统计年鉴

外部
环境

区域合作 物流ＬＯＧ 民用航空、公货邮运量 （万吨） 城市统计年鉴

区域竞争 地方政府竞争ＬＧＣ
城市所在省份内部智慧城市数
量 （个）

国务院官网

２．模型设定
基于城市竞争力的分析框架，本文采用多元回归的分析方法构建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动力机制

模型。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环境污染物的排放与城市发展之间呈倒 Ｕ形，因此环境指
数ＡＱＩ作为二次项被加入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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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Ｄｉｊ＝ａ１ＦＤＩｉｊ＋ａ２ＩＣＴｉｊ＋ａ３ＰＳＣｉｊ＋ａ４ＭＹＲｉｊ＋ａ５ＳＣＮｉｊ＋ｂ１ＰＴＮＴｉｊ＋ｂ２ＳＣＥｉｊ＋
ｂ３ＩＮＴｉｊ＋ｂ４ＡＱＩ２ｉｊ＋ｂ５ＰＰＤｉｊ＋ｂ６ＧＤＰｉｊ＋ｃ１ＬＯＧｉｊ＋ｃ２ＬＧＣｉｊ＋εｉｊ

首先，本文运用统计分析软件ＳＴＡＴＡ１４．０对面板数据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显示该随
机效应模型更为适用。接下来，通过回归分析对比发现全市区的数据统计口径结果更加显著。在
锁定统计口径的基础上，本文利用 Ｗｈｉｔｅ检验检测面板模型的异方差性问题，结果显示该模型
不存在异方差。在这基础上本文增加了一个反映城市内部驱动的原始模型。最后，本文划分了华
北华中、华东、华南和华西四个区域，以及副省级以上城市、省会城市和地级市三种行政级别，

基于模型进行了回归计量。结果由表２、３显示：

表２　智慧城市建设驱动力模型回归分析

自变量 全部城市 华北华中 华东 华南 华西 副省级 省会 地级市

外商投资 ０．３０９　 ０．６６９ －０．７６４ －１．０２３ －１．８０８ －１．２８２　 ０．１２３　 ０．１７６

通信产业水平 ０．８４３ －０．１１８　 ０．２７５ －１．６９６ －１．７３２ －０．００２３３ －２．１３５ －０．１３５

市委书记 ５．９５２ －１．４０４　 ８．３８４ ４．７８０ ４．８５８　 ５．６８９ ６．２３９ ４．４９０

市长 ４．１４７ ２．１４５　 ４．２０６ －１．１７０　 ８．４２９ １．５４４　 ９．２５２ ３．４３０

智慧城市试点 ０．５０８　 ０．４７１　 ０．７５１　 ０．９２３　 ２．９８９ ０．９４１ －０．２００　 ０．５９１

知识产权 １．６４０ ４．８２３ ２．９５７ －０．４９０　 ０．８９３　 ２．８２２ ２．３８９　 １．５０８

科技水平 １．４３３ －７．４０２ －９．６３５ －０．２４６　 ２４．９８　 ２２．５０ －０．８２８　 ２．１６０

互联网建设 －１．６０１ －３．０５７ －１．０４８ －０．７０１ －７．５７６ －４．９１２　 ４．４５３ －１．８３２

生态环境 －０．４３０ －０．２７８ －１．３６８ －０．４４４ －０．２５９ －０．２７０ －０．６１８ －０．５９１

人口环境 ０．３４６　 ０．０３５４ －０．２４６　 １．２９７ ０．８５９　 １．２９９ －０．４６６ －０．０９６３

经济环境 －０．１９３ －０．０７５０　 ０．６２５　 ０．７３３　 １．６５５ －１．６７６ －０．０９４８ －０．１９３

物流 （航空） ０．２４３　 １．０８８　 ２．４５７ ０．６１４　 ０．４９８　 １２．５４ －０．４７２　 ０．６６９

物流 （公路） －０．１０４ －０．６３６ －１．４６１　 ０．０１６４　 ０．４５０ －０．１０５　 ０．９７６ －０．３３６

地方政府竞争 １．０２２ ０．０７０３　 ０．９８７ １．４７５ ０．５４３　 １．０３１ １．０７４ ０．８１１

Ｃｏｎｓ　 ３５．２３ ３７．８８ ４１．４０ ２８．９３ ２２．０４ ３２．７２ ３３．３３ ４４．２８

Ｎ　 ２４５　 ７５　 ８０　 ５５　 ３５　 ８５　 ６５　 ９５

　注：＊在０．１水平上显著，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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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智慧城市建设驱动力模型回归分析实证结果

自变量 全部城市 华北华中 华东 华南 华西 副省级 省会 地级市

外商投资 ０．３０９　 ０．６６９ －０．７６４ －１．０２３ －１．８０８ －１．２８２　 ０．１２３　 ０．１７６

（１．４１） （１．８９） （－０．８０） （－１．０７） （－１．４１） （－１．２３） （０．０８） （０．７６）

通信产业水平 ０．８４３ －０．１１８　 ０．２７５ －１．６９６ －１．７３２ －０．００２３３ －２．１３５ －０．１３５

（０．８６）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２３） （－０．７５）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１４）

市委书记 ５．９５２ －１．４０４　 ８．３８４ ４．７８０ ４．８５８　 ５．６８９ ６．２３９ ４．４９０

（２．７９） （－０．３３） （２．８１） （１．９０） （０．７２） （２．２０） （２．４７） （０．８０）

市长 ４．１４７ ２．１４５　 ４．２０６ －１．１７０　 ８．４２９ １．５４４　 ９．２５２ ３．４３０

（２．３９） （１．０３） （１．３９） （－０．４０） （２．１８） （０．８０） （３．９９） （１．２３）

智慧城市试点 ０．５０８　 ０．４７１　 ０．７５１　 ０．９２３　 ２．９８９ ０．９４１ －０．２００　 ０．５９１

（１．４２） （０．６６） （０．８１） （０．７７） （２．４０） （０．８７） （－０．２１） （１．４９）

知识产权 １．６４０ ４．８２３ ２．９５７ －０．４９０　 ０．８９３　 ２．８２２ ２．３８９　 １．５０８

（３．７２） （２．１９） （２．５９） （－０．６０） （０．５６） （３．１８） （０．６０） （２．４８）

科技水平 １．４３３ －７．４０２ －９．６３５ －０．２４６　 ２４．９８　 ２２．５０ －０．８２８　 ２．１６０

（０．７７） （－０．８９） （－１．６３） （－０．１０） （１．２０） （１．４８） （－０．１１） （１．１３）

互联网建设 －１．６０１ －３．０５７ －１．０４８ －０．７０１ －７．５７６ －４．９１２　 ４．４５３ －１．８３２

（－１．１１） （－０．８２） （－０．２８） （－０．２４） （－１．５９）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０１）

生态环境 －０．４３０ －０．２７８ －１．３６８ －０．４４４ －０．２５９ －０．２７０ －０．６１８ －０．５９１

（－１．９７） （－０．７６） （－２．０５） （－０．５５） （－０．４２） （－０．５６） （－１．６５） （－１．８８）

人口环境 ０．３４６　 ０．０３５４ －０．２４６　 １．２９７ ０．８５９　 １．２９９ －０．４６６ －０．０９６３

（１．３０） （０．０８） （－０．５０） （２．８９） （１．２５） （２．６７） （－１．１０） （－０．２５）

经济环境 －０．１９３ －０．０７５０　 ０．６２５　 ０．７３３　 １．６５５ －１．６７６ －０．０９４８ －０．１９３

（－０．５２） （－０．０９） （０．５４） （１．２０） （１．１９） （－２．４０） （－０．０７） （－０．３７）

物流 （航空） ０．２４３　 １．０８８　 ２．４５７ ０．６１４　 ０．４９８　 １２．５４ －０．４７２　 ０．６６９

（０．６０） （０．４０） （２．５８） （０．８８） （０．２７） （３．０２） （－０．５８） （１．２９）

物流 （公路） －０．１０４ －０．６３６ －１．４６１　 ０．０１６４　 ０．４５０ －０．１０５　 ０．９７６ －０．３３６

（－０．５７） （－０．７９） （－１．２４） （０．０６） （０．８６） （－０．１７） （１．７８） （－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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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全部城市 华北华中 华东 华南 华西 副省级 省会 地级市

地方政府竞争 １．０２２ ０．０７０３　 ０．９８７ １．４７５ ０．５４３　 １．０３１ １．０７４ ０．８１１

（６．３３） （０．１７） （２．７７） （４．７５） （１．０８） （２．７８） （２．９０） （２．８７）

Ｃｏｎｓ　 ３５．２３ ３７．８８ ４１．４０ ２８．９３ ２２．０４ ３２．７２ ３３．３３ ４４．２８

（１７．７８） （１２．３７） （９．４０） （８．８７） （３．３３） （９．８１） （９．２５） （１１．９２）

Ｎ　 ２４５　 ７５　 ８０　 ５５　 ３５　 ８５　 ６５　 ９５

　注：＊在０．１水平上显著，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五、研究发现

１．城市本体驱动
城市本体驱动模型中，产业、公共部门、创新环境、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对智慧城市发展推

动作用显著。产业驱动力中，服务业产值占ＧＤＰ比重与智慧城市发展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Ｈ１．２成立），说明服务业驱动路径能够有力推动现阶段智慧城市的发展，尤其是以信息网络技
术为主要支撑的现代服务业，在新的商业模式、服务方式和管理方法上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公共部门驱动力中，是否由市委书记和市长担任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组长与智慧城市发展
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Ｈ１．３成立），且市委书记ｐ值高于市长变量，说明地方政府政治领
导资源的倾斜对智慧城市建设有着重要影响，担任领导小组组长的级别越高，意味着地方政府对
智慧城市重视程度越高，市委书记或市长把发展智慧城市作为自己政绩新的增长点，从而有力调
动和协调各方资源，促进智慧城市发展。

２．城市内部环境驱动
创新环境驱动中，专利授权数与智慧城市发展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Ｈ２．１成立），

意味着创新环境的构建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至关重要。早期智慧城市建设出现一系列问题的
根本原因是缺乏创新环境和创新动力，因此我国在提出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后，首要的着力点在于
构建创新体制，以支撑和激励现代技术创新成果的产生。

基础设施环境中，互联网接入户数量与智慧城市发展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Ｈ２．２成
立），而宽带信息基础设施作为 “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主体和基础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生活环境中，人口密度与智慧城市发展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Ｈ２．３部分成立），表明
现阶段人口密度过高，导致人们对创新城市管理和智慧城市建设产生了大量诉求。地方政府、企
业、社会组织等城市主体面对需求方的压力，共同推进智慧城市的发展。

３．城市外部环境驱动
当我们加入城市外部驱动因素时，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被考虑进来，模型二的回归结果显

示智慧城市建设的驱动力中只有公共部门、创新环境和区域竞争驱动在统计学上显著；其中，城
市所在省份内部智慧城市数量与智慧城市发展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Ｈ３．２成立），意味
着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除了行业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趋势，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竞
争关系。为获取城市竞争力，地方政府在同级政府实施智慧城市项目的压力下，会采取效仿或互
补的方式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虽然其他变量不够显著，但是回归符号与城市内部模型保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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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虽然区域合作变量并不显著，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目前地方政府碎片化的状态仍在延

续，而碎片化致使地方政府间的关系长期处于一种相互隔离与相互竞争的状态。樊纲和张曙光认
为，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开始于中央政府松开集权捆绑之后，地方政府之间为争夺中央政府
分配的政策和经济资源而展开竞争［３０］。从早期城市管理中地方政府对开发区建设的争夺，到如
今智慧城市建设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处于同一区划内的同级政府竞争最为激烈。地方政府向中
央政府争取优惠制度或某项制度率先试点是常见的竞争方式之一。同时，这种政府间竞争具有政
绩和公共性的双重性质，以政绩考察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制度，使得处于同一个辖区之内的地
方政府之间，必然产生竞争行为；公共性则以地方政府作为辖区公共利益代言人，其竞争的目标
在于实现包括自身经济利益在内的辖区共同利益的最大化。由于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整体受到公共
部门、创新和城市竞争三种作用力的共同驱动，因此在基于这两个属性形成的象限中，地方政府
发展智慧城市是一种政绩与公共性并存的竞争关系。

４．不同区域和级别的智慧城市驱动力表现
当我们进一步区分智慧城市建设所在地的区域分布和行政级别，可以发现华东和华南地区在

企业、产业、公共部门、创新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生活环境以及区域合作方面具有较为完善的
智慧城市建设动力体系。华东地区的政府财政预算收入与智慧城市发展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正相
关 （注：由于本文篇幅所限未列入），表明财政资金雄厚的地方政府在实施智慧城市建设中确实
占有优势。而华西、华北和华中地区智慧城市建设的驱动机制尚未得到良好建立。

相较于非副省级省会城市和地级市，副省级以上城市在公共部门、创新环境、经济环境和区
域合作方面的驱动力更为完善。但行政级别更低的非副省级省会城市和地级市区域竞争驱动更加
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级别为副省级以上的、处于华东和华南较为发达地区的城市，城市间的
合作关系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作用大于城市间的竞争关系；而对于行政级别较低的、处于智慧
城市建设追赶或起步阶段的城市，城市间的竞争关系则为推进智慧城市发展带来更多动力。因
此，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初级阶段，城市间的竞争关系将成为主要驱动力，以激励地方政府战略布
局和发展；当智慧城市建设达到一定水平时，城市间的合作关系更加重要。例如，智慧城市联盟
就是体现智慧城市协同创新机制的标志性主体，它涵盖了全国性、区域性和城市层级的联盟合
作。

六、结论与讨论

在智慧城市建设动力与城市竞争力理论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智慧城市发展的驱
动力解释模型，并通过实证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除了常见的体制性驱动和创新驱动，城市
间竞争与合作也成为促进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驱动之一。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主要受到公共
部门、创新和城市竞合三种作用力的共同推进。政治、经济、区位等发展资源较好的城市在建设
智慧城市过程中具有较为完善的动力体系，并且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城市间合作联盟与协
同发展更为重要。

本文相较于先前有关智慧城市的研究，在三个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和延展：首先，本文的
研究假设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实施智慧城市建设是为了进一步获取城市竞争力；
该研究视角对地方政府智慧型城市政策实践的激励机制和绩效管理有一定的启发。其次，与西方
国家技术推动和市场需求拉动的智慧城市建设动力不同的是，中国公共部门的政治和政策驱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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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城市基础设施等管理体制上有着重要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变量之一。第三，对城市间竞争与
合作关系的思考加深和拓展了智慧城市的内涵，构建了智慧城市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联系，这为进
一步的理论发展和经验检验奠定了基础。

同时，本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深化：首先，因变量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
测量由中科院和国脉互联进行，在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６年的评估过程中数据指标设计并不具有完全的
连续性，该项目对智慧城市水平测量指标的内外效度需要进一步检验。其次，自变量地级市层面
的数据在保证数据年份的前提下获取难度较高，在使用代理变量过程中也容易出现一定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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